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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研究的理论模型构建方法

童　 星

摘　 要 目前，案例分析法在应急管理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因为任何风

险灾害危机的发生及对其的应急管理，都有一个演化的过程，其间事件情节曲折

多变，影响因素错综复杂，参与主体众多且互动频繁，很适合作为“讲故事”的对

象。 但对案例分析法固有“软肋”的拷问，即对特殊案例的分析能否推出一般规

律，在应急管理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突发事件种类繁多，事发环境差异悬

殊，应对之策千差万别，应对效果更有天壤之别，似乎很难通过案例分析来寻求

一般规律。 笔者带领研究团队一直倡导“过程－结构”分析式的应急管理案例研

究。 使用“过程－结构”分析式案例研究的前提和难点就在于构建理论模型，解

析事件发生和应对过程的结构。 结合本研究团队的以往工作实践，在此探讨构

建理论模型、解析过程结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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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童星：《应急管理案例研究中的“过程－结构”分析》，《学海》，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突发事件种类繁多，事发环境差异悬殊，应对之策千差万别，应对效果更有天壤之别，
似乎很难通过案例分析来寻求一般规律。 加之案例分析法固有的“软肋”即对特殊案例

的分析能否推出一般规律，在应急管理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有鉴于此，笔者带领研究

团队一直倡导“过程－结构”分析式的应急管理案例研究。①使用“过程－结构”分析式案例

研究的前提和难点就在于构建理论模型，解析事件发生和应对过程的结构。 结合本研究

团队的以往工作实践，在此探讨构建理论模型、解析过程结构的方法。

　 　 一、“两维四分”的类型学研究

风险灾害危机演化及在对它的应急管理过程中，参与主体众多，影响因素错综复杂；
其实几乎在所有领域，研究者都会面对纷繁复杂的研究对象，从一开始就需要按照某些标

准对纷繁复杂的研究对象异中求同，分门别类，化繁为简。 按照某个标准一分为二，好像

过于简单；按照某些外部特征分为一系列并列的类别，似乎又流于形式，难得要领；而按照

某两个标准一交叉，将研究对象分为四类，往往会产生喜人的效果。 学术史上就有许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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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种“两维四分”法获得成功的典范。
１６３７ 年，法国大学者笛卡尔（１５９６—１６５０）发明了直角坐标系，他用呈直角相交的一

条横坐标和一条纵坐标将整个平面划分为四个象限，从而将代数学中的数、方程与几何学

中的点、线一一对应，创立了解析几何学，为现代数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相类似，在
社会科学界则有马克斯·韦伯（１８６４—１９２０）提出了理想类型分析框架。 他以非理性和理

性、低级和高级这两个维度，将人的所有行动分为四种理想类型：习惯型行为（低级非理

性）、情绪型行为（高级非理性）、工具理性行为（低级理性）、价值理性行为（高级理性）。
经济学能够很好地揭示人们的工具理性行为，但无力解释人们的其他行为。

此后，由经济学发展而来的工商管理学科，也用“两维四分”法进行一系列的类型学研

究。 比如，在对企业形象的研究中，以知名度、美誉度两个维度，将所有的企业划分为“高知

名度高美誉度”“高知名度低美誉度”“低知名度高美誉度”“低知名度低美誉度”四种类型；
又如，在对领导行为的研究中，以关注工作效率和关注人际关系两个维度，将所有的领导行

为划分为四大类，并由此概括出自“高关注工作效率、低关注人际关系”起，经“高关注工作效

率、高关注人际关系”，再经“低关注工作效率、高关注人际关系”，到“低关注工作效率、低关

注人际关系”的“领导生命周期”理论。 有意思的是，在对领导行为做“两维四分”类型学研

究的基础上，１９６４ 年，罗伯特·布莱克和简·莫顿进一步对关注工作效率和关注人际关系两个

维度做更细致的量化分析，按照不同量级分别赋予 ０－１０ 分，提出“管理方格”理论，终因含

“九九八十一”个方格而流于烦琐，中看不中用。 最后还是将所有的领导行为归结为 ５ 种类

型：贫乏式领导（１．１ 型）、俱乐部式领导（１．９ 型）、专制式领导（９．１ 型）、理想式领导（９．９ 型）
和小市民式领导（５．５ 型）。 其中前四种分别是四个象限的典型代表，最后一种则对应着直角

坐标系的原点，这也反衬出“两维四分”的普适管用。
在对人们所有行为进行研究的社会学中也有同样的例证。 如默顿（１９１０—２００３）以组

织“目标－规范”“成功－失败”两个维度，将人们的行为划分为“遵从”（以符合规范的行为

实现组织目标）、“仪式主义” （以符合规范的行为却未能实现组织目标）、“失范”或“革
新”（以不符合规范的行为实现组织目标）、“隐退”或“反叛” （以不符合规范的行为且未

能实现组织目标）四大类。 值得提及的是，默顿的研究在第三第四两类中又各自细化出两

种亚类型：在“以不符合规范的行为实现组织目标”这个类别中，如果其行为后来被修改

了的组织规范所吸纳，就是“革新”，即带来了组织规范的创新，否则仍是组织所持续反对

的“失范”；在“以不符合规范的行为且未能实现组织目标”这个类别中，如果提出全新的

组织目标，就是“反叛”，否则就是“隐退”。 默顿之所以做这种细化，乃是因为组织目标一

经设定往往长期稳定，而组织认可的行为规范则会与时俱进，变动性较大。 行为规范一旦

变动，那么对失范行为的负面评价也会转变为褒奖式的“革新”；一旦以提出全新的组织

目标来否定既有的组织目标，那么消极的“隐退”就成了积极的“反叛”，必然遭到组织的

围剿。
在应急管理研究中，我们也自觉地用两维四分法构建了一些分析框架进行类型学研究。

比如在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中，如图 １ 所示，按照有没有人组织策划、参与者有没有直接的

利益诉求两个维度，将所有的群体性事件划分为“有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有组织无直接

利益诉求”“无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四大类，分别研究它们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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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及其演化过程，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及所需条件，设计应对它们的不同策略。①

图 １　 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分析

又如在对风险评估的研究中，如图 ２ 所示，按照风险是内在的还是外溢的、风险演化

依据的是自然规律还是社会规律，将所有的风险划分为“内在的依据社会规律起作用”的
经济风险、“内在的依据自然规律起作用”的技术风险、“外溢的依据自然规律起作用”的
环境风险、“外溢的依据社会规律起作用”的稳定风险，从而概括出经济风险评价、技术安

全评估（简称安评）、环境影响评价（简称环评）、社会风险评估（简称稳评）的不同特征，梳
理出它们各自所遵循的原则和所使用的方法。②

图 ２　 待评估风险的类型分析

再如在对邻避设施和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分析中，如图 ３ 所示，按照不确定性高

低和预期损失大小两个维度，将其划分为四类：污染类（高预期损失－低不确定性）、风险

集聚类（高预期损失－高不确定性）、心理不悦类（低预期损失－低不确定性）、污名化类

（低预期损失－高不确定性）。③

图 ３　 邻避式设施的类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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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童星、张海波：《群体性突发事件及其治理———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综合分析框架下的再考量》，《中国社会科学内

刊》，２００７ 年第 ５ 期。
张乐、童星：《重大邻避设施决策风险评价的关系谱系与价值演进》，《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陶鹏、童星：《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及其治理》，《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０ 年第 ８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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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地方政府应急能力评估的研究中，如图 ４ 所示，我们发现，解读政府能力有两

种视角，一是绝对视角，即将自己的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二是相对视角，即适应环境的

能力；同时，政府应急能力又是政府能力之一种，它需要有政府一般能力的支撑，于是应急

能力又有现实能力与潜在能力的区分。 把这二者一交叉，就有了政府应急能力的四种理

想类型。① 其中，“绝对－现实”能力，表征为“一案三制”的建立健全程度；“相对－现实”能
力，表征为针对特定风险的应急功能设置的数量与质量；“绝对－潜在”能力，表征为财政

能力或应急物资的生产能力；“相对－潜在”能力，则以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努力或在

环境治理、节能减排上的财政投入为表征。

图 ４　 政府应急能力的类型分析

此外，在关于应急响应中疏散转移群众的研究中，如图 ５ 所示，也可以按照有无上级

命令、有无疏散转移行动这两个维度，建立“两维四分”类型分析框架。②

图 ５　 应急疏散行为的类型分析

当然，在做类型学研究时，必须立足于研究对象自身的实际及其特征，而不能刻意地

硬往“两维四分”的模子里套。 比如上述默顿对人们行为的分类研究中，在做了“两维四

分”以后，又对其中的两类分别做了进一步的“亚类型”分析；再如“管理方格理论”将处于

原点位置的“小市民式领导”和四个象限并列，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１３

①

②

张海波、童星：《应急能力评估的理论框架》，《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
陶鹏、童星：《中国基层政府应急疏散行为模式———基于多案例比较分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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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循环往复的过程论研究

如果说“两维四分”的类型学研究是将空间中并存的诸多研究对象纳入“直角坐标

系”予以分门别类研究的话，那么从时间维度就可以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演进的过程予以

考察，揭示其变化发展的特质与规律。 应急管理学界历来有重视过程论研究的传统。 斯

蒂文·芬克 （ Ｓｔｅｖｅｎ Ｆｉｎｋ） 运用医学术语将危机过程比拟成以下四个阶段：征兆期

（ｐｒｏｄｒｏｍａｌ）、暴发期（ｂｒｅａｋｏｕｔ ｏｒ ａｃｕｔｅ）、延续期（ｃｈｒｏｎｉｃ）、痊愈期（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从而提出

了著名的危机“生命周期理论”。①在此基础上，罗伯特·希斯（Ｒｏｂｅｒｔ Ｈｅａｔｈ）提出了危机管

理的“４Ｒ”模型：缩减（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预备（ ｒｅａｄｉｎｅｓｓ）、反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恢复（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②伊

凡·米托夫（Ｉａｎ Ｍｉｔｒｏｆｆ）则将危机管理划分为 ５ 个阶段：信号识别、探测和预防、损失控制、
恢复、学习。③

不仅应急管理学界如此，应急管理实务主管部门也是如此。 在美国，１９７９ 年成立联

邦应急管理署（ＦＥＭＡ），就将应急管理循环确定为减缓、准备、响应、恢复等四个阶段；
２００１ 年“９１１”事件后，又在最前端增加了“预防”阶段。 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

件应对法》也将应急管理的全过程概括为预防与准备、预警与监测、救援与处置、善后与恢

复等四个阶段。
我们继承了应急管理学界与实务主管部门这种重视过程论研究的传统，通过将社会

科学视角的“风险”、工程技术视角的“灾害”、管理学视角的“危机”和应急管理实务视角

的“突发事件”等核心概念予以整合，如图 ６ 所示，提出了“风险－灾害（突发事件） －危机”
演化的解释框架。④ 按照这一解释框架，风险、灾害（突发事件）、危机是前后相继的连续

演化过程：突发事件就是灾害，它们都是原先潜在风险的暴发，所有的危机也都是由灾害

（突发事件）发展而来的；但并非所有的风险都会暴发为灾害（突发事件），也并非所有的

灾害（突发事件）都会演化为危机，其间充满了不确定性。

图 ６　 风险－灾害（突发事件）－危机演化连续统

２３

①

②

③

④

薛澜：《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
［美］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王成、宋炳辉、金瑛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
Ｉａｎ Ｉ． Ｍｉｔｒｏｆｆ，“Ｃｒｉｓｅｓ ａｓ ｉｌ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ｍｅｓｓ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６（２００４） ．
童星、张海波：《基于中国问题的灾害管理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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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如图 ７ 所示，相应地，我们又提出了“风险治理－灾害

救援（应急处突）－危机管理”的全过程应对体系。①

图 ７　 应急管理全过程应对体系

２０１４ 年，党中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２０１５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国家安

全法》。 从此，应急管理不再被简单地认定为对突发事件的被动应对，而被视为公共安全

治理，其本质在于公共安全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原先应急管理领域的工作往往停留在“兵
来将挡，水来土掩”，事前难以规划，事后又难以评价；当把应急管理视为公共安全治理以

后，就可以对公共安全体系建设事前进行规划，对公共安全治理的效果事后进行评价，以
在客观上改善公共安全状况，在主观上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这样一来，如图 ８ 所示，上述应急管理全过程应对体系就可以细化为公共安全治理

模型。②

图 ８　 公共安全治理三阶段九环节

３３

①

②

童星、张海波：《基于中国问题的灾害管理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童星：《中国应急管理的演化历程与当前趋势》，《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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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应急管理的端口应当前移、收官应当后延，但既然是应“急”管理，那就不可能无

限制地前移和后延，因此它包括三个关键环节：突发事件没有发生时的“准备”，突发事件

发生时的“响应”，一旦实现消除突发事件消极后果、“恢复”原先秩序的目标，应急管理阶

段即告结束。 危机管理阶段旨在从管理者的角度找到出问题的根源，从而挖掉“病根”，
铲除“土壤”，防止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它也包括三个关键环节：一是认真的“调查”，找
出导致问题的原因，包括人为因素和非人为因素、直接原因和非直接原因，等等；二是精准

的“问责”，针对调查的结果，既对相关责任人问责，也对非人为因素和非直接原因问责；
三是科学的“改进”。 至于早期的风险治理阶段，也包括三个关键环节：一是风险“识别”，
识别概率大的乃至“灰犀牛”式的风险依靠经验，识别概率小的乃至“黑天鹅”式的风险则

依靠想象；二是风险“评估”，对识别出来的风险运用各种科学方法予以评估；三是针对风

险评估的结果，分别采用“消”（消除）、“减”（减轻）、“防”（预防）、“缓”（缓解）等不同的

治理措施。 上述三个阶段九个环节，形成一个循环往复的广义应急管理全过程。
“风险－灾害（突发事件）－危机”本身的演化是循环往复的过程，包含风险治理、应急管

理、危机管理在内的广义应急管理也是循环往复的过程，按照控制论的观点，自然就分为开

环和闭环两种，区分的标志就在于有无反馈机制。 如图 ９ 所示，没有反馈机制的是开环控制

系统，效率低，准确度也低；有反馈机制的则是闭环控制系统，效率高，准确度也高。 这种开

环和闭环的区分，贯穿于整个广义应急管理全过程。 仅以风险治理中对风险问题的确定而

言，就可以区分为开环的“命令－控制型”管理结构和闭环的“适应型”管理结构。①

图 ９　 风险治理的开环与闭环管理结构

４３

① 童星：《以网络型治理应对系统性风险》，《工程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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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立统一互动的矛盾分析法

对立统一是辩证法三大基本规律之首。 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 １７７０—
１８３１）不仅将矛盾分析法运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而且构建了由一系

列“正－反－合”命题构成的从绝对观念生成整个世界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逻

辑学》 。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一方面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并且“有些

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即运用了辩证法；另一方面又强调，“我的辩

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 在黑格尔看

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
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 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

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①

马克思的科学巨著《资本论》，从头至尾贯穿了对立统一的矛盾分析法。 其第一卷第

一篇第一章“商品”，就揭示了商品具有的四对内在矛盾，即“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

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

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②；商品内在矛盾的外在形

式则是使用价值形式和价值形式的矛盾。 在《资本论》全书的末尾，即第三卷第七篇中，
在揭露出资本剥削劳动的秘密之后，马克思还是高度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于以

往各种剥削制度的进步的一面：“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

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

的各种要素的创造。”③当然，资本主义的出现绝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 马克思以其特有

的历史洞察力，深刻阐明了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物质生产与人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与

未来新社会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

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

岸。 ……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

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 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

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

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 在这个必然

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 但是，这个自

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 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④所

以，列宁评价道：“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
逻辑”，“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⑤

５３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 １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 年，第 ２４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１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 年，第 １３３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 年，第 ９２５－９２６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 年，第 ９２６－９２７ 页。
《列宁全集》第 ３８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 年，第 ３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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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马克思一样，也是辩证法的大师，他不仅专门写了一本哲学著作《矛盾论》，
而且运用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方法，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一系列难题。 例如，在日本发

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二年（１９３８ 年），国内截然相反的“亡国论”和“速胜论”各行其道，毛
泽东则独辟蹊径，撰写了《论持久战》。 他从分析中日双方的长处和短处入手，指出“日本

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

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

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 中日双方的这些特征决定

了“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因而“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

也是不对的”。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科学地预测了抗日战争将“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 第

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 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

备反攻的时期。 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①后来，中日双方

的战事演进完全验证了毛泽东的分析和预测。
既然对立统一规律具有客观普遍性，那么对立统一互动的矛盾分析法在风险灾害危

机研究中也就大有用武之地。 任何风险灾害危机，都是致灾因子和承灾体双方相互作用

的结果。 致灾因子作为危险源，乃是引发风险灾害危机的源头；承灾体之所以成为承灾

体，就是因为其本身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脆弱性，即暴露在危险源面前且无力应对，从而遭

到损失和伤害。 二者缺一就构不成“风险－灾害－危机”，应急管理就是分析和解决二者矛

盾，探寻并保障安全的过程。 而对安全的研究，又有科技工程和人文社科两种不同的视

角，它们又是对立统一的：前者从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技术的关系中探寻和保障“安
全”（ｓａｆｅｔｙ），后者从人与人的关系中探寻和保障“安全”（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对于致灾因子危险源

的认知和分类，科技工程研究日益技术化、实证化，人文社科研究日益叙事化、构建化，二
者越来越分道扬镳；但这两种研究又在隐患排查治理、风险地图制作、风险评估深化、应急

预案优化等方面合作互补。 对于承灾体脆弱性的认知和分类，科技工程研究关注“技术－
工程－自然”要素，形成了“风险－危险”模型，人文社科研究关注“结构－功能－制度－文化”
要素，形成了“压力－释放”模型，二者迥异；但它们在脆弱性的指标化和量化，以及脆弱性

区域制图等方面也取得共识，做出各自有益的贡献。 而作为对致灾因子和承灾体对立、统
一、互动关系予以概括的“韧性”概念则具有综合性，从防灾减灾角度来讲，它反映了“人、
家庭、社区、城市乃至国家面对周期性突发事件时，以减低长期易损性和促进包容性发展

的方式，来抵御、适应灾害的冲击和影响并予以恢复的能力”。②现在有些关于社区韧性或

城市韧性的研究和测量，抛开致灾因子，将韧性视为承灾体自身内在的一种属性，这恐怕

就走进了研究的误区。
我们对常态应急管理和非常态应急管理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也遵循了矛盾分析法。

早在构建“一案三制”应急管理体系之初，我国就确立了“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
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然而在实践中又先后经历了由各级政府综合

部门（办公厅、室）应急办统管，到应急部、卫健委、公安部分别主管不同类型公共突发事

６３

①

②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 年横排本，第 ４３８、４３９、４４０、４４７、４５２ 页。
童星：《“灾害”研究的四个关键观念———多学科透视下的公共政策意涵》，《南国学术》，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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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专业化管理，再到政府联防联控、社会群防群控的举国体制应对新冠疫情等三个阶

段。 依据我国应急管理的实践发展，可以看出，尽管相对于政府日常的常态管理而言，所
有的应急管理都属于非常态管理，但应急管理本身也可以再划分为常态和非常态两种。
２０１８ 年党和国家领导机构改革后，我国从总体上讲，实施的是常态应急管理，２０２０ 年对新

冠肺炎疫情的应对则采用了非常态应急管理。 常态应急管理依托科层制的政府架构，坚
持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适用于发生概率较高、破坏性后果一般的公共突发事件；非
常态应急管理则不拘于科层制的政府架构，坚持统一领导、综合协调的原则，适用于发生

概率极低、破坏性后果又极大的公共突发事件。①日常管理与应急管理，常态应急管理与非

常态应急管理，它们之间既对立又统一，既会也需要相互转化。 政府究竟实施何种管理形

式，采用何种管理体制，又如何在它们之间及时切换、无缝衔接，完全取决于“风险－灾害－
危机连续统”辩证演化的客观进程。

　 　 四、“三国演义”式的多主体结构研究

通常情况下，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都不是被动的，而是具有不同程度能动性的“主
体”，且其数量众多。 古语曰：三人为众。 两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增加了一个人，三人

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变得复杂多了。 夫妻两人之间出现了“第三者”，立即引出许多人间悲

喜剧；春秋末年韩、赵、魏三家列卿“分晋”，开启了烽火连绵的战国时代；西汉末年，出现

了曹操、刘备、孙权三强割据，进入了魏蜀吴“三国演义”。 从“二”跨到“三”，这是一个了

不起的飞跃。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宗明义：“谁是我

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②这就引出了敌我友三方及

其相互关系。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

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③就是分别处理友我关系、敌我关系、我我

关系的基本经验。
由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就有了“三国演义”式的叙事方式。 其中，运用最多、影响最

大的分析框架显然是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分法”。 在国家、市场、社会三大领域中，分别

有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三大主体。 政府的运行遵循行政逻辑，以“权力”为中心；企业的

运行遵循市场逻辑，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组织的运行遵循自治逻辑，以“人”为中心。 在

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元分析框架中，出现了国家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国家与社会（政府

与社会组织）、市场与社会（营利机构与非营利机构）之间种种不同的对立统一关系，包括

合作与竞争、补台与掣肘、自律与他律，等等；加上国家领域里政府并非铁板一块，不同层

级的政府之间、同一层级的不同政府之间、同一政府的不同部门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市场

领域里千千万万的企业之间更是有着令人眼花缭乱、大大超出常人想象力的关系，诸如竞

争、合作、共生、依附、参股、控股、兼并、并购、委托代理、法人代表与实际控制人，等等，不
一而足；社会领域里不同的社区、不同的社会组织、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人之间利益不

一、认知不同、偏好各异、亲疏有别。 在这个三元分析框架中，登场的人物、发生的事件、讲

７３

①

②

③

童星：《兼具常态与非常态的应急管理》，《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 年横排本，第 ３ 页。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 年横排本，第 ５９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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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故事，其生动、精彩的程度远非《三国演义》所能相比。
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元结构，运用在福利领域的研究中，就产生了“福利多元主义”

理论；用在治理领域的研究中，就产生了“多元合作治理”理论。 同样，它也可以用到应急

管理领域的研究中。 比如有学者将社会状态分为常态、应急态、转换态三种，相对于以规

则为基础的常态和以问题为导向的应急态，转换态的本质体现了现代治理的复杂性和不

确定性，对转换态的治理，既区别于常态中的平常心“治未病”方法，也不同于应急态中的

集中力量“下猛药”方法，而需要兼用这两种方法之所长，综合施策。①

我们在应急管理研究中就常采用“三国演义”式的叙事方式。 例如，在对群体性事件

的研究中，我们反复碰到涉及政府、企业老板、员工之间的三角关系，政府、房地产开发商、
购房者之间的三角关系，政府、执法人员、老百姓之间的三角关系，等等。 以政府、企业老

板、员工的关系为例，如图 １０ 所示。② 市场经济较为发达、法治较为健全的国家，经过近两

百年自然历史过程的演进，形成了稳定的“政府－老板－员工”的“三角结构” （如图 １０
右）；我国在计划经济年代建立了“政府－企业－员工”的“直线结构”（如图 １０ 左）；改革开

放以来，通过招商引资、企业改制等一系列变迁，演化成“政府－老板－员工”的“不完全三

角结构”（如图 １０ 中）。 运用这一模型，可以解释清楚不同国家之间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前

后不同的政府、企业老板、员工之间的关系。

图 １０　 政府、企业老板、员工相互关系

又如，通过对案例梳理可以发现，邻避冲突事件中各行动者行动逻辑实际上是被“价
值－理性－权力”之链的交互作用所推动，如图 １１ 所示。 行动者秉持的价值观念直接影响

其对某一事件的定性；作为理性人，行动者会进行理性权衡，理性权衡的外在表现正是行

动者不同策略的运用；价值理念对立在理性的调节下是否会演变为现实冲突，还受到行动

者权力运作的制约。 这里的权力不仅指政府的威权，也包含了与之对应的其他公民的权

利。 权力运作决定着抗争或者反制措施是否发动、何时发动？ 相应地，权力和权利之间的

８３

①

②

刘一弘、高小平：《风险社会的第三种治理形态———“转换态”的存在方式与政府应对》，《政治学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童星：《社会管理创新八议———基于社会风险视角》，《公共管理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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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长关系也影响着行动者的理性权衡与策略转换。 单一行动者的“价值－理性－权力”链
条并不能左右整个“邻避式”抗争走向纵深化，如表 １ 所示，两个及以上行动者表现出的行

动策略的联合与分化，在权力制约与权力平衡诉求的作用下，“邻避”抗争保持了一定程

度的冲突烈度，又存在着沟通与妥协的张力。①

图 １１　 “价值－理性－权力”之链

表 １　 邻避冲突中行动者的行动逻辑

行动者 性质认定 行动策略 处理方式

中央政府 政治问题 稳定优先 仲裁与权威维护

地方政府或企业 选址问题 强制与科学宣传 垄断决策、威权推动

房产业主 环境权益问题 邻避与联合抗争 抗议与寻求盟友

环保 ＮＧＯ 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冲突问题 倡导纯粹环保 不妥协、寻求替代能源

原住民 生活质量改善的机遇问题 沉默的大多数 回避抗争、顺从威权

　 　 五、类比式的模型建构

《论语》中的《述而》篇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反，即类推。 由此而来的

成语“举一反三”，就是比喻善于类比，触类旁通。 由于类比是由已知推导出未知，因而通

常表现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用日常生活中人们较为熟悉的现象和常识来比喻研究中的新

发现。 如社会学大师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模型。 他把西洋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称为

“团体格局”，就像“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中国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则呈“差序格局”，
“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

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② 另一种类比则是借用其他起步较早、发展得较为充分的学科成

果，来探索新的研究领域，创建新的学科。 如社会学的诞生就是如此。 实证哲学和社会学

的创建者孔德（１７９８—１８５７），借用当时已经相当成熟的实证学科物理学，企图创建“社会

物理学”，后来才改称“社会学”；还模仿物理学中“静力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结构，将其研

究成果称为“社会静力学”，模仿物理学中“动力学”的方法研究社会变迁，将其研究成果

称为“社会动力学”。 社会学的另一位创建者斯宾塞（１８２０—１９０３），则比照当时较为成熟

的生物学，提出了“社会有机论”，用生物有机体比附社会有机体。
应急管理是一个要素众多、过程复杂的体系，“一案三制”就是对这一体系的一种概

９３

①

②

张乐、童星：《价值、理性与权力：“邻避式抗争”的实践逻辑———基于一个核电站备选厂址的案例分析》，《上海行政

学院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
费孝通：《乡土中国》，《费孝通文集》第 ５ 卷，群言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 ３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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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全灾种、全周期、多主体”也是对这一体系的一种概括。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应急管

理体系的各个部分的发展很不平衡，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差异很大。 联想

类比一下，自然界中的彗星与此很相似，各个部分的质量密度、光亮程度都极其悬殊，“慧
核”部分体积极小，却集中了整个彗星 ９９．９％以上的质量，亮度也极高；而“彗尾”部分则反

之，体积极大，质量极小，亮度极低。 有鉴于此，如图 １２ 所示，可以建构我国应急管理的

“彗星结构”模型。①

图 １２　 彗星

应急管理的结构包含了但不局限于“一案三制”。 依视野广阔尺度从大到小排列，在社

会变迁尺度上，应急管理结构表现为应急管理、公共危机治理、社会风险治理这三者的关系；
在治理转型尺度上，应急管理结构表现为政府机构、私人部门和社会组织（包括相对于政府

而言的非政府组织与相对于企业而言的非营利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角色、功能和相互关

系；在政府架构尺度上，应急管理结构表现为纵向的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府际关系、横向的

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部门关系，以及临时应急机构（指挥部）与常设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在
政策体系尺度上，应急管理结构表现为刚性、效力高、相对稳定的法律法规和弹性、效力相对

低、易于随情势变化而调整的应急预案之间的关系；在运行机制尺度上，应急管理结构表现

为应急管理循环中“预防”“减缓”“准备”“响应”“恢复”等各阶段的角色、功能与相互关系。
上述五种结构中，后三种基本雷同于“一案三制”，②前两种则超越了“一案三制”。

基于这样的结构分析，如图 １３ 所示，我们发现：（１）社会变迁尺度上的应急管理，治理

转型尺度上的政府应急管理，政府架构尺度上的综合应急管理，政策体系尺度上的应急预

案，运行机制尺度上的救援与处置均超前发展，相当于“慧核”，而救援与处置又是“彗核”
中最突出的部分。 （２）社会变迁尺度上的公共危机治理和社会风险治理，治理转型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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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海波、童星：《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及其理论概化》，《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政府架构尺度上的结构相当于应急管理体制，政策体系尺度上的结构相当于应急管理预案和法制，运行机制尺度上的

结构则相当于应急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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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私人部门和社会组织参与，政府架构尺度上的分灾种管理（含减灾、安监、疾控、食安

等），政策体系尺度上的应急法制，运行机制尺度上的预防与准备、预警与监测均发展滞

后，相当于“彗尾”。 （３）彗星具有两个显著的物理特征，一是速度反差，彗核运行速度越

快，彗尾拉得越长，彗尾就越滞后于彗核；二是亮度反差，彗核越“高亮”，彗尾就越显得

“灰暗”，越容易被忽视。 以彗星的这两个物理特征类比中国应急管理“彗星”结构的政策

效应，非常准确形象。

图 １３　 应急管理的“彗星结构”

值得指出的是，类比作为论证方式是有严重缺陷的，其结论带有或然性，并不具备必

然性。 《吕氏春秋》中既提出了“类固相召”，即同类事物可以相推；又提出了“类固不必可

推知”，就是说鉴于事物联系的复杂性，类推出的结果不一定可靠。 对于前者，该书的《应
同》篇阐述道：“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 鼓宫而宫动，鼓角而角动。 平地洼水，水
流湿；均薪施火，火就燥；山云草芥，水云鱼鳞，旱云烟火，雨云水波，无不皆类其所生以示

人。”对于后者，该书的《别类》篇则强调：“物多类然而不然。 夫草有莘有藟，独食之则杀

人，合食之则益寿。 ……物固不必，安可推也。”类比所依据的类，往往只是现象神似却没

有触及本质。 但是，类比法仍然不失为启迪人们思维探索的有效工具，它能够触类旁通、
举一反三，有利于发现、发明、创造。 科学史上许多假说的提出都是得益于类比法，然后经

过严格的科学实验和逻辑论证，方才成为科学的定律和理论。 所以，著名天文学家开普勒

说：“我珍视类比胜过任何别的东西，它是我最可信赖的老师，它能揭示自然界的秘密。”①

〔责任编辑：徐曼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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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逻辑学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第 ５９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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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ｏｎｌｉｎ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ｓ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ｈ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ｅｗ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ｏｒ ｅｖｅ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ｓ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ｎｅｔｉｚｅｎｓ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ｎｄ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ｈａｓ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ｔａｓｋ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ＮＧ Ｘｉｎｇ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ｗｉｄ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ｎｙ ｒｉｓｋ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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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ｎｙ ｔｗ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ｕｒｎ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ｔ ａ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ｆｏｒ “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ｉｎｇ”．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ｃａｓｅｓ ｃａｎ ｌｅａｄ 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ａｗｓ， 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ｅｖｉｄ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ｏ ｍａｎ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ｓｏ ｍａｎ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ｓｏ ｍａｎ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 ｍａｎ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ｆｉ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ｗｈ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ｅａｍ 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ｄｖｏｃａｔｉｎｇ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 ｐｒｏｃｅｓ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ｓ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ａｍ􀆳ｓ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ｗｏｒｋ， ｈｅｒｅ ｗ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ｒａｐ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 Ｚｅｒｏ
Ｃａｒｂｏｎ Ｇｏ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ＡＮ Ｊｉａｈｕａ， ＬＩ Ｙｕｓｈａｎ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ｉ． ｅ． ｎｅｔ ｚｅｒｏ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ａｎｄ 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ｔｈ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ｌｙ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ｏｆ ｆｏｓｓｉ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ｍｏｏｔｈ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ｄｏｘ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 － ｚｅｒｏ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ａｙ ｌｅａｄ ｔｏ ａｎ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ｐ ｏｆ ａ ｎｏｉｓｙ， ｈｉｇｈ－ｃａｒｂｏｎ ｌｏｃｋ－ ｉｎ ａｎｄ ａ ｒｕｓｈ ｆｏ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ｗｅｌ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ｄ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ｂｕ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ｉｎ ｏｎｅ ｓｔｅｐ．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ｓｅｉｚｅ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ｔ ｚｅｒｏ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ＳＥＡ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ａｔｈ
ＨＵＡＮＧ Ｄｏｎｇ， ＬＩＵ Ｙｕｎ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Ｓ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ｙ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ｔｏ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ｇａｍ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ＳＥＡ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ａ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ｕｌｔｉ － ｌｅｖｅ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ｒｏａ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Ｃｈｉｎａ－ＡＳＥＡ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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